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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视角下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
“结对帮扶”减贫效应研究

李　雨,周　宏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　基于安徽省 W 县B镇２０３３户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 Logistic模型分析

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基建投资对较低

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且长期减贫效果优于短期;产业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

户摆脱贫困,且政府扶持政策越强的产业往往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使其减贫效果更

明显.另外,金融扶贫能够促进产业发展,而且这种减贫效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显

著;“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村内结对”自助,而且对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

的减贫效果达到１０％显著水平,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

在落实精准扶贫措施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

村振兴.
关键词　基建投资;产业扶贫;结对帮扶;异质性贫困户;减贫效应

中图分类号:F３２３．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１５􀆼１０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贫困发生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０．７％下降

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０．２％,剩余农村贫困人口９８９９万人[１].为确保９０００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到２０２０年如

期脱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

“精准扶贫”这一重要战略思想,标志着我国扶贫方式由漫灌“粗放式”向滴灌“精准式”转变.２０１８年

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为１．７％[２],较２０１２年降低８．５％,年均减少贫困人口约１３７３万人,剩余贫困人

口１６６０万人.
然而,在减贫的道路上,不仅要看减贫速度,更要关注减贫质量,要确保贫困户持续、稳定脱贫,严

防出现大面积返贫现象.在一系列精准扶贫措施中,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等属于减少

支出型的扶贫方式,减贫效应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而产业扶贫助农增收的减贫效应具有持续

性和稳定性的特点.由此,脱贫攻坚阶段,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也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

返贫的关键措施.做实产业扶贫,既要根据不同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差异,做到因人施策,安排相应差

异化的产业扶贫项目;还要结合当地自然资源禀赋,做到因地制宜,做好“两翼”配套:一是加大农村基

建投资.第一个十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第二个十年(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均明确

提出要加强、完善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投入,补齐短板弱项.二是实施“结对帮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派员驻点农村与贫

困户形成“结对帮扶”[３],为贫困户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扶持,帮其扶上产业发展之马.基于此,本
文把贫困户的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的减贫效应,对于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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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贫困户实现精准减贫、精准脱贫显得尤为重要,以期为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益

参考.

　　一、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底子薄、发展严重滞后且不均衡,致使农村特色产业、特色农产品“进
出两难”,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要掣肘之一.研究表明,以道路、水利、通讯和饮用水为代表的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产业进驻具有重要的现实内涵[４Ｇ６].基础设施

的数量增加与质量提高能有效降低农业生产、运输和劳动力转移成本[７Ｇ８],促进农村地区非农业部门

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９],增加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１０],为实施产业扶贫战略提供重

要支撑.
近年在我国一系列产业减贫的实践经验中,产业帮扶政策及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贫困户家庭收入

的增长,尤其是在一些特定贫困地区(如连片特困地区、老少边穷区等),产业扶贫与地方特色、资源禀

赋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形成农业产业扶贫和非农产业扶贫两大产业扶贫类型.农业产业扶贫以特色

种养为代表,如大棚蔬菜、茶叶种植等[１１Ｇ１２],非农产业扶贫是农业产业扶贫的进一步延伸,主要有农产

品电商、区域旅游、光伏产业等[１３Ｇ１５].可以说,多样化的产业帮扶措施遵循了地区差异、适用对象和发

展阶段等现实规律,并且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方式[１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１７],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解
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供需矛盾,有效地促进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１８Ｇ１９].

然而,不可否认在实施产业扶贫的过程中,往往由于贫困户自身缺乏获取资金、技术、政策、市场

信息的能力,导致产业扶贫参与度低、瞄准偏离,出现事倍功半的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实

施“结对帮扶”,通过“结对帮扶”,实现帮扶主体对帮扶对象与帮扶措施的双向瞄准,并为贫困户提供

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汪三贵等调研发现,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政策到户率普遍不高,主要原因是

瞄准偏离,缺乏帮扶主体引导,忽略了贫困群体的真实需求和意愿,导致贫困农户的参与动力不足,参
与度不高,扶贫长效机制难以建立[２０Ｇ２３].同时,有研究表明帮扶主体层级的高低对帮扶效果具有重要

影响,帮扶主体的层级越高,其掌握的资源就越多,可以明显提升贫困户对帮扶效果的认可度[２４Ｇ２５].
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以产业扶贫为主体,基

建投资、“结对帮扶”为两翼的精准帮扶模式,为当下贫困户持续、稳定脱贫提供了动力支撑.梳理已

有文献资料发现,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的减贫效应在研究视角上更注重整体性,而缺乏

对贫困户脱贫能力差异的分析,相关评价结果可能有失偏颇;另外,已有研究往往将“一体两翼”的减

贫效应割裂开来,缺乏产业帮扶体系的系统性研究.在具体研究上,基础设施建设在促农增收方面的

研究文献较早,多集中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且缺乏短期与长期的减贫效应研究;产业扶贫方面,缺乏对

不同产业扶贫类型之间减贫成效的对比分析;“结对帮扶”更多地关注帮扶主体的行政层级对贫困户

的减贫效应,而忽视了对“村内结对”自助与“村外结对”帮扶①的分析.鉴于此,本文整理并使用安徽

省 W 县B镇２０３３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从农户异质性的视角系统地阐述及论证基建投资、产业

扶贫、“结对帮扶”对不同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各地方政府紧紧围绕自身资源禀赋,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６１

① 从八七脱贫攻坚计划开始,我国就倡导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事业当中,作为政府扶贫的有益补充.社会力量主要包括高校、企
业、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能够为贫困户提供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提出后,国家也开始注重村内

自助扶贫,主要指能人大户、村委会、党员同志等村内人员就近结对帮扶贫困户.政府、社会实施“结对帮扶”往往能够为贫困户

提供更多的扶贫资源,但对贫困户的真实需求了解相对不足,而“村内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真实需求相对更加清楚,目标偏离风

险较小,但提供的扶贫资源有限.所以,本文以“村外(政府、社会)结对”帮扶和“村内结对”自助作为帮扶主体的划分依据,研究

不同帮扶主体的减贫效应,对培植贫困户的内生发展动能,具有一定的政策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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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要求,不断丰富精准帮扶内涵,村级层面加大基建投资,加快补

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农户层面精准实施教育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

搬迁扶贫、“结对帮扶”等多样化、多维度的精准帮扶措施.其中,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和易地搬迁扶贫

等帮扶措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均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减贫效应短期内难以显现;金融扶贫往往为

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健康扶贫等提供资金支持,减贫效应具有间接性.而产业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

困户实现持续、稳定脱贫,基建投资和“结对帮扶”在不同层面对产业扶贫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

此,本文重点研究以产业扶贫为主体,基建投资、“结对帮扶”为两翼的造血式扶贫的减贫机制与成效.

图１　“一体两翼”对异质性贫困户

减贫路径影响的逻辑分析框架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由于不同类型贫困户自身发展

能力存在差异,基建投资、产业扶贫的减贫机制不同,以
及帮扶主体与贫困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帮扶瞄

准偏误,贫困户参与异化以及参与障碍等多元化问题较

为突出[２６Ｇ２７].基于此,本部分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
从不同类型贫困户脱贫能力差异的视角出发,构建基建

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减贫路径

影响的逻辑分析框架(图１),探讨“一体两翼”(基建投

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脱贫的作

用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说.

１．基建投资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机制分析

第一个十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第二个十年(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以及«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均强调要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增
加以道路和塘、渠、湖及自来水为代表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所以,农村基建投资作为脱贫攻坚阶段

重要的精准帮扶措施之一,其帮扶对象是农村而非贫困户,具有较强的公共品属性,在影响农户家庭

收入增长或减贫的因素中多数具有长期性、间接性和外部性特点,导致单个农户从中获取的经济收益

具有不确定性和难以测度.从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户外出就业便利性的角度来看,农村基建投资的减

贫效应短期内会被基础设施的公共品属性平均化,导致基建投资减贫效应为正,但不显著;而随着基

建投资的叠加,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自然会促进产业入驻和产业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栽得梧桐

树,引来金凤凰”,基建投资的长期减贫效应自然显著;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能够为农户创造务

工机会、增加收入的角度来看,由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往往选择就近就业,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
而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往往选择比较收益更高的外出就业,从而导致农村基建投资对较低脱贫能力

贫困户的减贫效应大于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基于以上农村基建投资的减贫机制分析,提出假说１:
农村基建投资的减贫效应为正,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大于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

另外,基建投资的长期减贫效应更显著.

２．产业扶贫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机制分析

本文以特色种养和光伏产业为代表,阐述产业扶贫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机制.产业扶贫多数

情况下,尤其以特色种养和光伏产业为代表的低技能型产业帮扶资源,往往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群体

筛选,仅对贫困户提供,具有受益群体相对封闭和收入提升直接的“短平快”的特点.«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深入实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因地制

宜加快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种植、养殖业等特色产业,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以贫困村村

级光伏电站建设为重点,有序推进光伏产业扶贫.考虑到产业帮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产业扶贫政策

的差异性,光伏产业扶贫相较特色种养产业扶贫具有更强的政策扶持和保障,往往优先向较低脱贫能

力贫困户倾斜,促进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优先脱贫,而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往往选择机会成本更高的

外出就业或其他产业扶贫项目.鉴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２: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显著为正,且光伏产业扶贫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大于较高脱

贫能力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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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机制分析

随着国家扶贫工作的持续推进,贫困特点呈现出由面到点、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变,导致

“粗放式”扶贫模式的边际减贫效应逐渐减弱,从而需要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要通过“结对帮扶”“点穴法”确保扶贫对象识别精准、帮扶措施安排精准,
以帮扶主体的多样性解决贫困群体需求的复杂性.相对于村内帮扶主体,以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为代表的村外帮扶主体,拥有更多的行政权力、资源和技术,能够给予结对帮扶贫困户更大的扶持力

度,例如提供金融贷款、技术指导、市场信息等方面的帮助,还可以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对于具有较高脱贫能力的贫困户能够更好地利用村外帮扶主体提供的扶贫资源,实现产业脱贫与就

业脱贫,而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往往由于家庭禀赋所限,更多依赖政策扶贫资金,如残疾补贴、低保补

贴等摆脱贫困,导致“村外结对”帮扶的减贫优势难以体现.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３:
“村外结对”帮扶与“村内结对”自助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且“村外结对”帮扶对较高脱贫能力贫

困户的减贫效应大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 W 县①人民政府官网的信息公开目录/年报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网站公

布、披露及存档的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B镇扶贫统计报表,相关原始数据依照项目、类型和批次汇总整理,
并对有效贫困户相关家庭特征数据进行了补充调研,共计筛选出B镇２０３３户建档立卡贫困户(２０１６
年认定),基本覆盖全镇贫困户.

B镇位于安徽省中西部,W 县西北腹地,大别山北麓,国土面积９９．５平方千米.全镇地形大部分

属丘陵地带,有小部分畈区,地形海拔高度在２２．４~６５．７米之间.现辖１１个村委会,２个居委会,

１４３４０户,２０１７年,全镇共有１６９个村民组,总人口５４２２２人,总耕地面积６４９７９．４亩.B镇粮食生

产以水稻和小麦为主,是农业大镇,隶属大别山革命老区,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域.

２．研究方法

(１)概念界定.在现实扶贫实践中代之以一般贫困户、低保贫困户、五保贫困户来衡量贫困户的

家庭生计能力或脱贫能力,针对不同贫困类型农户家庭实施不同的帮扶政策.
五保贫困户是指农村中既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的老弱孤残的农民,其生活由集体供养,实

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包葬(孤儿保教),简称“五保”,享受五保待遇的贫困户即为五保贫困户.从

五保贫困户的概念来看,实现脱贫需要依靠社会保障兜底,而不是通过产业扶贫,所以不是本研究的

重点.低保贫困户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纯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持
有本地居民常住户口的农村居民.随着精准扶贫的不断推进,低保贫困户的认定标准也不断放宽,安
徽省２０１７年坚持公平、公正、能保尽保的原则对低保贫困户进行认定,首先考虑的即是存在老、弱、
病、残的脱贫能力弱的家庭.一般贫困户是指非五保贫困户和低保贫困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相对而

言,具有较强的脱贫能力.所以,本文将低保贫困户和一般贫困户分别定义为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和

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既符合学术研究逻辑,对扶贫工作又具有实际指导价值.另外,本文对贫困户

脱贫的认定是按照«安徽省扶贫办关于下达２０１７年脱贫攻坚任务计划的通知»要求,以家庭人均纯收

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２０１７年脱贫标准约为３３００元)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

全有保障为主要衡量标准,且经村民民主评议、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核实、帮扶责任人与贫困户认

可后,被认定为脱贫,否则被认定为未脱贫.
(２)计量模型与变量指标.本研究以２０３３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为研究对象,分为一般贫困户(代

表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低保贫困户(代表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和五保贫困户②(分析中不作考

８１

①

②

为了避免相关研究结论和评价对观测县、镇产生影响,文章对观测县、镇匿名化处理.
由五保贫困户概念可知,其脱贫是通过政府兜底,因此在因变量选择中不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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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把一般贫困户和低保贫困户２０１７年脱贫与否设置为因变量来衡量基建投资、产业扶贫和“结对

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帮扶效果,为“０/１型”变量,且不呈正态分布,另外自变量及控制变量中既有

连续变量也有分类变量,所以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模型设置如式(１):

LogitPj ＝β０j ＋∑
k

i＝１
βijXij (１)

式(１)中,P 为贫困户未脱贫的概率,其取值范围为０~１之间;B０ 表示常数项;Bi 表示待估参

数;Xi 表示解释变量,j＝１表示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即一般贫困户,j＝２表示较低脱贫能力贫困

户,即低保贫困户.
考虑到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客观性以及模型稳健性,在研究过程中采取分段回归的思路,以异质

性贫困户２０１７年是否脱贫作为因变量,构建分段回归模型如式(２):

LogitPj ＝γ０j ＋∑
m

i＝１
αijCij ＋β１ijX１ij ＋β２ijX２ij ＋β３ijX３ij (２)

式(２)中,模型体系包括了自变量基建投资①、产业扶贫、“结对帮扶”与控制变量.第一步回归分

析,观测短期和长期基建投资对异质性贫困户减贫效果的影响,回答假说１;第二步回归分析,观测具

体产业扶贫对异质性贫困户减贫效果的影响,回答假说２;第三步回归分析,观测“结对帮扶”即帮扶

主体属性对异质性贫困户减贫效果的影响,回答假说３.同上,P 表示当因变量取值“是＝１”时即未

脱贫的概率,γ 项为常数项,C 为控制变量:地理环境变量、村人均耕地面积、家庭特征变量,α 项是控

制变量的回归系数,m 表示控制变量的个数,X１ 是自变量基建投资,β１ 是其回归系数.X２ 是自变量

产业扶贫,β２ 是其回归系数.X３ 是自变量“结对帮扶”,β３ 是其回归系数.j＝１表示较高脱贫能力

贫困户,即一般贫困户,j＝２表示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即低保贫困户.具体变量指标定义见表１.
表１　变量指标定义与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贫困户 否＝０;是＝１ ０．５３３ ０．４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地理环境变量
到市区距离 千米 ３１．４７６ ４．５６５ ２４．６００ ４１．６００

地貌特征
湾区、畈或平原为主＝０;岗区
或丘陵＝１;山区＝２

０．８６６ ０．３４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村级特征变量
人均耕地面积 亩 １．２８６ ０．３０６ ０．５００ １．６９０
２０１７年基建投资 万元 １３３．９８３ １３６．３５９ ６．０００ ５０１．０２０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基建投资 万元 １９８．９６８ １７７．８８９ ６．０００ ５５４．２１６

家庭特征变量

户主年龄 周岁 ６１．８３８ １３．６９２ １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家庭人口数 实际人数 ２．４２１ １．６６４ 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
劳动力数量 实际人数 ０．８２５ ０．９８９ 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户主性别 男＝１;女＝２ １．１２２ ０．３２７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户主学历
大专 及 以 上 ＝１;高 中、中
专＝２;初中 ＝３;小学 ＝４;
没读过书＝５

４．０７１ ０．６７６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精准帮扶
措施变量

金融扶贫 否＝０;是＝１ ０．２３９ ０．４２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教育扶贫 否＝０;是＝１ ０．１１５ ０．３１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特色种养产业扶贫 否＝０;是＝１ ０．３２１ ０．４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光伏产业扶贫 否＝０;是＝１ ０．３５３ ０．４７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就业扶贫 否＝０;是＝１ ０．２８６ ０．４５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结对帮扶 帮扶主体 村内结对＝１;村外结对＝２ １．３５８ ０．４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注:本文定义劳动力是指１８~６５岁之间,且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数.健康扶贫主要包括缴纳低保补贴、五保补贴、残疾补贴、医保

及帮助贫困户签订家庭医生等,覆盖率达到９５％以上,故在政策帮扶措施变量中不作考虑.“村内结对”是指帮扶主体为村委

会、村小组、村党员干部及村里的能人大户;“村外结对”即帮扶主体来自政府或企事业单位.

９１

① 农村基建投资的帮扶对象是农村而非贫困户,具有较强的公共品属性,对单个农户的减贫效应具有长期性和短期的不确定性,本
文用２０１７年基建投资额代表短期效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基建总投资额代表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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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样本统计性描述

恶劣的生态环境,落后的基础设施,一直以来都是贫困户摆脱贫困的拦路虎.表１描述性统计结

果显示:样本贫困户地处偏远,距市区平均距离在３０千米以上,多处岗区或丘陵地带,村人均耕地面

积在１．３亩左右.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２０１７年样本村基建投资额平均约为１３４万,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累计投资额平均约为１９９万,主要投资方向为畅通工程、饮水工程等,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贫

困户家庭特征变量来看,贫困户整体年龄偏高,平均在６１岁以上,劳动力整体偏低,户均不到１个劳

动力,户均人口数不到３个,户主学历整体在小学文化水平,且户主以男性为主;精准帮扶措施变量组

中,以特色种养和光伏为代表的产业扶贫,贫困户的参与度在３０％以上,高于其他扶贫措施,就业扶

贫的参与度也相对较高,接近３０％;另外,与贫困户结对的帮扶主体主要来自村委会、村小组、村党员

干部及村里的能人大户,占比在６４％左右,说明发动以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为代表的

社会帮扶主体还有较大空间.从脱贫效果来看,自２０１６年实施精准扶贫措施以来,截至２０１７年脱贫

家庭比例近一半,帮扶效果明显.
表２描述了不同贫困类型农户结构及家庭特征主要变量指标,从不同贫困类型农户的结构来看,

一般贫困户为７１６户,占比３５．２％,低保贫困户为５９３户,占比２９．２％,两者悬殊不大.从不同贫困类

型农户的家庭特征来看,对一般贫困户来说,即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致贫的关键因素是户主年龄偏

大,平均年龄近６０岁,同时户主学历不高;对低保贫困户来说,即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致贫的关键因

素是家庭健康状况一般,存在残疾人员的比例较大,缺乏劳动力,户主学历不高;而五保贫困户,致贫

关键因素是家庭年龄偏高,缺乏劳动力.
表２　异质性贫困户结构及家庭特征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户数(占比/％) 家庭人口数 劳动力 户主年龄 是否有残疾人 户主性别 户主学历

一般贫困户 ７１６(３５．２) ３．１８３ １．４５４ ５９．４５７ ０．０６３ １．１１２ ３．８３９

低保贫困户 ５９３(２９．２) ３．１１８ １．１８５ ５４．９２１ ０．２６１ １．２１１ ３．８４８

五保贫困户 ７２４(３５．６) １．０９７ ０．０７７ ６９．８５８ ０．０２２ １．０５８ ４．４６３

　　表３描述了不同贫困类型农户参与精准帮扶措施的情况,对一般贫困户来说,参与精准帮扶措施

相对分散,以特色种养产业扶贫、光伏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为主,且就业扶贫比重相对较大,进一步说

明一般贫困户脱贫能力较强,增收渠道较多,对金融扶贫的依赖相对低保贫困户较低;对低保贫困户

来说,以产业帮扶为主,尤其是政策扶持力度较大的光伏产业,同时需要相应的金融扶持;而五保贫困

户,主要靠政策兜底脱贫,对各种帮扶措施的参与度均较低,进一步说明不是本研究的重点.从“结对

帮扶”情况来看,不同贫困类型农户的帮扶主体均以村内帮扶为主,说明 B镇村外帮扶主体参与不

足,且没有体现出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的应有之义,与减贫实际存在一定偏离.说明村外帮扶

主体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减贫责任,政府需进一步动员、引导社会参与到精准扶贫实践当中.
表３　异质性贫困户精准帮扶措施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金融扶贫 教育扶贫 特色种养产业扶贫 光伏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 村内帮扶

一般贫困户 ０．３０６ ０．１７２ ０．４５５ ０．４２５ ０．４８５ ０．５６７
低保贫困户 ０．３７９ ０．１８０ ０．４５７ ０．６０２ ０．３６２ ０．５９４
五保贫困户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２ ０．７６１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 Stata１２．０统计分析软件.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４Ｇ６所示:从整体上看,８个模型的显著

水平都是０．０００,表明８个模型都具有良好的显著性;模型１到模型８的拟合度水平均大于０．１,且随

着自变量的引入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表明所有模型均具有较好的拟合度,且对模型整体解释力的贡

献均较大;同时,在引入自变量后,各模型大多数控制变量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未发生改变,说明该模

型体系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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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控制变量对异质性贫困户帮扶效果的影响分析

如模型１~８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一般贫困户来说,到市区距离越远、地貌特征越复杂、年龄相

对较大、劳动力越多的家庭减贫效果显著.进一步的解释是,到市区距离越远、地貌特征越复杂越容

易产生贫困,易形成贫困村,在当下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政府给予贫困村的帮扶力度更大,形成“贫
困村效应”,进而打破了地理环境对贫困户脱贫的限制.同样的道理,贫困户的年龄越大,扶贫政策向

其倾斜,给予的补贴越多,越容易脱贫,家庭劳动力越多,获得收入的机会越多,贫困户越容易脱贫;村
人均耕地面积越多越不容易脱贫,可能的原因是出于乡土情怀,一般贫困户土地越多越舍不得离开土

地外出就业,而选择产值较低的传统种植业.对于低保贫困户来说,地理环境特征、村人均耕地面积

和户主年龄对低保贫困户减贫的影响显著性降低,而劳动力的影响显著性相对增大,说明低保贫困户

脱贫的限制因子在于缺乏劳动力而非外部环境.

２．基建投资对异质性贫困户帮扶效果的影响分析

模型１~４的回归结果表明(见表４),对于一般贫困户来说,短期(２０１７年农村基建投资额)内增

加对农村的基建投资,有助于贫困户脱贫,但不显著,而基建投资的长期效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累计投

资额)在１％水平上显著促进一般贫困户脱贫.对于低保贫困户来说,短期内增加对农村的基建投

资,有助于贫困户脱贫,且显著,说明低保贫困户可能由于脱贫能力较低优先选择了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过程中创造的务工机会,通过就近务工,增加家庭收入,而基建投资的长期效应不但显著促进低保

贫困户脱贫,且减贫效能较短期更强.进一步比较发现,基建投资对低保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一般

贫困户,且显著性更强.因此,模型１~４的回归结果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假说１的成立.所以,
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基建投资,为农村产业、人员、技术更好地走出去、请进来搭好

桥、铺好路.
表４　基建投资减贫效果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一般贫困户

模型１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模型２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低保贫困户

模型３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模型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到市区距离 －０．１３７∗∗∗

(０．０２２) ０．８７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５) ０．９１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６) ０．９３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９) ０．９８９

地貌特征 －１．４１３∗∗

(０．６０１) ０．２４３
－１．１５８∗

(０．５９３) ０．３１４
０．０５５
(０．５８４) １．０５７

０．３４３
(０．５８６) １．４０９

村人均
耕地面积

１．６４６∗∗

(０．６８３) ５．１８４
１．４８７∗∗

(０．６６６) ４．４２４
－０．８８２
(０．７０７) ０．４１４

－１．４０９∗

(０．７０８) ０．２４４

户主年龄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０) ０．９７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０．９７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 ０．９７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９８４

家庭人口
０．１７４
(０．１１１) １．１９０

０．１５３
(０．１１７) １．１６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１) ０．９２３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４) ０．８７８

劳动力 －０．４５５∗∗∗

(０．１６９) ０．６３４
－０．４１７∗∗

(０．１７１) ０．６５９
－０．４７３∗∗∗

(０．１５９) ０．６２３
－０．４３１∗∗∗

(０．１６２) ０．６５０

户主性别
－０．１４９
(０．２７４) ０．８６１

－０．１６８
(０．２９１) ０．８４５

－０．５６７∗∗

(０．２２６) ０．５６７
－０．４９７∗∗

(０．２３２) ０．６０８

户主学历
０．３１２
(０．１９０) １．３６６

０．２４０
(０．１９２) １．２７１

０．３４４∗

(０．２３０) １．４１０
０．２３７
(０．２１９) １．２６８

２０１７年
基建投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６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基建投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４

Loglikelihood －４１３．５０２ －４０５．３８６ －３５４．６５４ －３３７．６２９
Prob＞chi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PseudoR２ ０．１０１ ０．１１９ ０．１３６ ０．１７７
样本数 ７１６ ７１６ ５９３ ５９３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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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产业扶贫对异质性贫困户帮扶效果的影响分析

模型５~６的回归结果表明(见表５),具体的精准帮扶措施均能促进贫困户脱贫,其中产业扶贫

和就业扶贫均达显著水平.下面重点分析以特色种养和光伏为代表的产业扶贫对异质性贫困户减贫

效果的影响.对于一般贫困户来说,特色种养产业扶贫能够显著促进其摆脱贫困,而光伏产业扶贫对

其影响不显著;对于低保贫困户,特色种养产业扶贫和光伏产业扶贫均能显著促进其摆脱贫困,可能

是因为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政策性扶持更强,更多的向低保贫困户倾斜.综合表明,产业扶贫的针对性

强,帮扶效果明显,且光伏产业扶贫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大于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假
说２得以实证验证.另外,在实施产业扶贫过程中往往需要金融支持,即金融扶贫,本研究在模型

５~６之外,也进行了金融扶贫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限于篇幅,模型中没有体现.实证结果表明,金融

扶贫能够显著促进低保贫困户摆脱贫困,而对一般贫困户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对于一般贫困户

而言,脱贫能力较高,获得资金的渠道相对较多,而低保贫困户往往受限于脱贫能力低,导致对金融扶

贫更加依赖.
表５　产业扶贫减贫效果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５:一般贫困户

回归系数(标准误) 发生比

模型６:低保贫困户

回归系数(标准误) 发生比

到市区距离 －０．０７７∗∗∗(０．０２５) ０．９２６ －０．０２１(０．０３４) ０．９７９
地貌特征 －１．３９３∗∗(０．６３０) ０．２４８ －０．０４０(０．７２１) ０．９６１
村人均耕地面积 １．８６０∗∗∗(０．７０５) ６．４２５ －０．９８１(０．８５２) ０．３７５
户主年龄 －０．０２７∗∗(０．０１１) ０．９７３ －０．０２４∗∗(０．０１１) ０．９７７
家庭人口 ０．２７２∗∗(０．１２２) １．３１３ ０．０９０(０．１０８) １．０９４
劳动力 －０．４１６∗∗(０．１８４) ０．６６０ －０．５４９∗∗∗(０．１８５) ０．５７７
户主性别 ０．１５８(０．２９０) １．１７１ －０．４６５∗(０．２６１) ０．６２８
户主学历 ０．１８７(０．２０４) １．２０６ ０．２６１(０．２４２) １．２９９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基建投资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９９８ －０．００６∗∗∗(０．００１) ０．９９４
教育扶贫 －０．２８８(０．２８７) ０．７５０ －０．０４１(０．３０２) ０．９６０
就业扶贫 －１．２９７∗∗∗(０．２０５) ０．２７３ －０．９７０∗∗∗(０．２４６) ０．３７９
特色种养产业扶贫 －１．１７３∗∗∗(０．２０３) ０．３１０ －１．９３２∗∗∗(０．２２６) ０．１４５
光伏产业扶贫 －０．３１１(０．２０３) ０．７３３ －１．０１９∗∗∗(０．２３５) ０．３６１
Loglikelihood －３６４．０５６ －２７３．２７９
Prob＞chi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PseudoR２ ０．２０９ ０．３３４
样本数 ７１６ ５９３

　　４．“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帮扶效果的影响分析

模型７~８的回归结果表明(见表６),“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村内结对”自
助.从农户异质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贫困户的这种减贫效果在１０％水平上达到显著,而对于低保贫

困户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外部帮扶单位拥有更多的行政权力、资源和技术,能够给予对应贫困户更大

的扶持力度,且更容易为脱贫能力较高的一般贫困户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而对于脱贫能力较低的低

保贫困户往往更加依赖政府提供的政策扶贫资金,由此假说３得以实证验证.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一般贫困户和低保贫困户分别代表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和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研究基

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不同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综合前文的分析,对本研究的基

本结论进行归纳:
第一,按照精准扶贫要求,政府给予贫困村、贫困户更多的帮扶,有利于打破复杂的地理环境对贫

困户发展的束缚,对于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应进一步拓宽其增收渠道,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
对其脱贫的最大限制因子是家庭劳动力不足;另外,出于乡土情怀,村人均耕地面积越多,越容易束缚

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进行土地流转、外出就业,而选择产值相对较低的传统种植业,导致脱贫难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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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结对帮扶”减贫效果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７:一般贫困户

回归系数(标准误) 发生比

模型８:低保贫困户

回归系数(标准误) 发生比

到市区距离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７) ０．９２６ －０．０１９(０．０３４) ０．９８１
地貌特征 －１．２１２∗∗(０．６３８) ０．２９８ ０．０６８(０．７４５) １．０７０
村人均耕地面积 １．６０４∗∗(０．７１９) ４．９７１ －１．０９７(０．８７６) ０．３３４
户主年龄 －０．０２６∗∗(０．０１１) ０．９７５ －０．０２４∗∗(０．０１１) ０．９７７
家庭人口 ０．２５７∗∗(０．１２３) １．２９３ ０．０９０(０．１０８) １．０９４
劳动力 －０．３９８∗∗(０．１８４) ０．６７２ －０．５４７∗∗∗(０．１８５) ０．５７９
户主性别 ０．１２０(０．２９２) １．１２７ －０．４５７∗(０．２６２) ０．６３３
户主学历 ０．１５７(０．２０５) １．１７０ ０．２６４(０．２４２) １．３０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基建投资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９９８ －０．００６∗∗∗(０．００１) ０．９９４
教育扶贫 －０．２８３(０．２８８) ０．７５３ －０．０３５(０．３０３) ０．９６６
特色种养产业扶贫 －１．１５３∗∗∗(０．２０４) ０．３１６ －１．９２０∗∗∗(０．２２７) ０．１４７
光伏产业扶贫 －０．２９０(０．２０４) ０．７４８ －１．００５∗∗∗(０．２３６) ０．３６６
就业扶贫 －１．２６２∗∗∗(０．２０５) ０．２８３ －０．９７５∗∗∗(０．２４７) ０．３７７
结对帮扶 －０．３５３∗(０．２０６) ０．７０２ －０．１３２(０．２３１) ０．８７６
Loglikelihood －３６２．５７８ －２７３．１１６
Prob＞chi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PseudoR２ ０．２１２ ０．３３４
样本数 ７１６ ５９３

大.第二,基建投资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从短期效应来看,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往

往优先选择基建过程中创造的务工机会,减贫效应相较一般贫困户更显著;另外,基建投资的长期效

应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均显著,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能更强.第三,产业扶贫更

具有针对性,能够显著促进贫困户摆脱贫困,在产业帮扶的过程中,政府扶持政策强的产业往往优先

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向,如光伏产业,使其减贫效果更明显.另外,金融扶贫能够促进产业发展,
进而帮助贫困户摆脱贫困,这种减贫效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显著,表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

需要金融扶持.第四,对于乡村而言,外部帮扶单位拥有更多的行政权力、资源和技术,通过与贫困户

“结对帮扶”,能够给予对应贫困户更大的扶助力度.实证表明,“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

优于“村内结对”自助,而且对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果显著,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影

响不显著,说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往往更加依赖政府扶贫资金实现脱贫.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期限的临近,精准扶贫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对贫困户脱贫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提出了更高要求.结合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在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贫

困类型农户家庭禀赋的差异,精准识别、认定一般贫困户、低保贫困户、五保贫困户,避免出现贫困类

型与扶贫资源的错配.第二,继续加强贫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
为产业发展铺路、搭桥,提升贫困户内生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另外,在基建过程中创造的务工岗

位,应优先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第三,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做到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政策扶

持力度大的产业要优先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并配套金融扶贫资金,充分激发异质性贫困户的

内生发展动能,调动产业扶贫的参与热情.第四,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打通社会帮扶的体制机制,进
一步动员社会参与“结对帮扶”,充分发挥社会帮扶主体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另外,帮扶主体要根

据贫困户家庭禀赋特征差异,合理安排产业扶贫项目,切实保障产业扶贫精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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